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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消费波动与福利效应：新视角与新证据

陈太明

（东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５）

摘要：采用双重差分法定量评估改革开放在促进中国居民消费波动趋缓和福利增加方面的政策效果，并

实证检验改革开放通过何种机制促稳定和增福利。研究发现，改革开放显著降低了中国居民消费波动

性，从而增加了中国居民的福利水平，相当于使人均消费永久性提高０．１６个百分点。进一步研究发现，在

１９７９年前后的中国居民福利收益增加总额中，改革开放贡献了近９５％的份额。改革开放的政策效果主

要通过收入稳定性增强、预期寿命延长和政府支出规模扩大三种渠道实现。文章创新性地从短期波动视

角解读改革开放的政策效果，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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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特征
在于增长的稳定性［１］。改革开放的政策效果是
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居民消费的稳定增
长有助于增强人民幸福感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因此，从消费波动视角科学评
估改革开放的福利效应并厘清消费波动的决定

因素，不仅对中国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参考
价值，而且对“讲好中国故事”，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
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对内改革和对外开
放使得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

伟大成就，也确实增强了中国居民福利。理论
上，决定居民福利水平的最重要因素是居民消
费，消费的波动性或稳定性属于居民短期消费
行为的表现，改革开放如果能够增强中国居民
消费的稳定性，那势必会增加居民的福利水平。
那么，改革开放是否抑制了居民消费波动性或
者增强了居民消费稳定性？这种影响是通过何

种作用机制实现？改革开放是否增加了中国居

民福利？如果是福利收益，其在居民福利收益
增加总额中的相对贡献有多大？这些问题的回

答不仅关系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而且对其他
国家乃至世界经济发展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改革开放，作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一场重

要变革，却鲜有关于其效果的实证研究。当前，
关于改革开放政策效果的评估，主要基于中国
总体数据的粗略比较研究，往往通过纵向比较
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化来说

明，如比较中国经济增长的变化［２－５］、比较中国
居民生活水平的变化［６－１１］等。但从严谨的实证
角度看，仅仅纵向比较改革开放前后的经济增
长或居民生活水平差异，充其量只能说明改革
开放与经济增长或居民生活水平的相关性，是
无法形成改革开放政策效果的因果推断，毕竟
与改革开放同时实施的其他政策或发生的经济

变化也可能影响经济增长或居民生活水平，可

能导致改革开放与经济增长或居民生活水平之

间的伪相关，进而影响对改革开放政策效果的
准确评估。
增加中国居民福利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目

标，而促进中国居民消费稳定只是实现这一目
标的手段。为此，文章首先运用１９５０－２０１４年
亚洲８个主要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基于双重
差分法（ＤＩＤ）探究改革开放对中国居民消费波
动的影响净值及其作用机制；然后，参考Ｌｕｃａｓ
的研究思路［１２］，对消费波动的福利效应基准模
型进行拓展，构造改革开放引致消费稳定的福
利收益模型，运用上述实证结果以及其他参数
赋值结果，评估改革开放通过消费稳定增强了
中国居民多少福利。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体

现在三方面：一是首次利用双重差分法（ＤＩＤ）
评估改革开放引致消费稳定的福利效果，有助
于从居民福利视角科学评估改革开放的政策效

果，可以丰富改革开放效果的文献。二是将消
费波动的福利效应基准模型扩展为改革开放引

致消费稳定的福利收益模型，进而从理论维度
洞悉改革开放通过降低消费波动性进而增强中

国居民福利的内在逻辑。三是采用双重差分法
（ＤＩＤ）对影响中国居民消费波动性的主要因素
进行实证研究，有助于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和
教训，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和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二、改革开放影响消费波动性的机制分析

　　本文认为，改革开放可以通过降低收入波
动、提高预期寿命、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扩大政
府支出规模四种渠道抑制中国居民消费波动

性。
收入波动渠道。居民收入是影响其消费的

最重要源头，在理论层面上可以溯源到绝对收
入假说，在实证层面上具体表现为中国居民的
消费行为对其收入存在明显的过度敏感性特

征［１３－１５］，这表明收入波动性是影响消费波动性
的最重要因素。结合改革开放后的具体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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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居民收入波动有所下降，故改革开放可以
通过降低收入波动性去抑制中国居民消费波动

性。
预期寿命渠道。预期寿命越长，社会上老

年人口的存量越高，使得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
机越强［１６－１７］，这意味着预期寿命越长，居民平滑
消费波动性的动力越大，居民消费波动性就越
小。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居民的预期寿命呈现
明显的上升趋势，故改革开放可以通过提高预
期寿命去抑制中国居民消费波动性。
人力资本渠道。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在遭

遇外部不利冲击时自我保护的能力越强［１８－１９］，
平抑消费波动性的工具越多，消费稳定性往往
越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力资本整体水平
有所上升，故改革开放可以通过提升人力资本
水平去抑制居民消费波动性。
政府支出规模渠道。根据补偿假说（ｃｏｍ－

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政府往往通过改变其支
出规模的方式，尽可能抵消外部对国内各经济
主体的不利影响［２０－２４］，进而降低居民消费波动
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面临比以往更大的外
部风险，客观上要求政府扮演化解风险的角色，
使得财政实际支出规模出现了不断扩大的态

势，故改革开放可以通过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去
抑制居民消费波动性。
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Ｈ１：改革开放通过降

低收入波动、提高预期寿命、提升人力资本水
平、扩大政府支出规模去抑制居民消费波动性。

　　三、改革开放影响消费波动性的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为了实证研究改革开放对中国居民消费波

动性的影响净值及其机制，本文选用亚洲８个
主要国家（中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
亚、菲律宾、泰国、韩国、日本）１９５０－２０１４年的
面板数据作为数据集。所有数据来自佩恩世界
表９．０（Ｐｅｎｎ　Ｗｏｒｌｄ　Ｔａｂｌｅ　９．０，简称ＰＷＴ９．０）和
世界 银 行 发 展 指 标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
ｎｄｉｃａｔｏｒ，简称 ＷＤＩ）数据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

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

期，但当时并没有出台关于改革开放具体如何
进行的总体蓝图。也就是说，这种“摸着石头过
河”的改革开放相当于在中国作了一个准自然
实验，就可以用准自然实验的思路来测算中国
改革开放的政策效果。为此，用双重差分法
（ＤＩＤ）实证研究改革开放对消费波动性的影响
是恰当的。实证研究中，处理组是进行改革开
放的中国。同时，选择未进行改革开放的新加
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韩国
和日本７个亚洲主要国家作为控制组，具体原
因如下：第一，中国与周边的其他亚洲国家之间
有着类似的文化和历史，经济发展规律也具有
很多共同的特征，同质性程度显然要比中国与
其他发展中国家更高。第二，这７个亚洲主要
国家对亚洲经济的作用突出，大量亚洲问题研
究通常选取这些国家作为样本。第三，自１９７９
年以来，作为控制组的这７个亚洲主要国家，都
没有像中国那样开展持续时间如此长、规模如
此大的改革开放政策变革，这为验证中国改革
开放的政策效果提供了独特的“天然实验”机
会。

（二）基准计量模型设定
为了捕捉改革开放对中国居民消费波动性

的影响净值及其机制，以中国作为处理组、亚洲
其他７个主要国家作为控制组，进行改革开放
影响消费波动性的因果推断。在 Ａｕｆｆｒｅｔ和

Ｗｏｌｆ经典消费波动率实证模型的基础上［２５－２６］，

本文增加了是否改革开放和改革开放前后的交

互项（ｔｒｅａｔ×ｐｏｌｉｃｙ）这一指标作为关键自变
量，构建如下的基准计量模型：

ｃｖｏｌｉｔ＝β０＋β２ｔｒｅａｔ＋β３ｐｏｌｉｃｙ＋β４ｔｒｅａｔ
×ｐｏｌｉｃｙ＋θＸｉｔ＋ζｉｔ （１）

其中，ｉ和ｔ分别表示国家和年份，ζ表示
随机扰动项。ｃｖｏｌｉｔ表示ｉ国在第ｔ年的消费波
动率，用实际人均消费取对数后经 ＨＰ滤波法
剔除趋势项后的波动部分度量。是否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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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ｅａｔ）为虚拟变量，取值为１时代表中国，即处
理组；取值为０时代表亚洲其他７个主要国家，

即控制组。改革开放前后（ｐｏｌｉｃｙ）为虚拟变
量，在１９７９年以及之后取１，在１９７９年以前取

０。关键自变量为是否改革开放（ｔｒｅａｔ）与改革
开放前后（ｐｏｌｉｃｙ）两个虚拟变量的交互项。β
为待估计系数，β４ 代表改革开放对中国居民消
费波动率的影响净值。Ｘｉｔ是一系列控制变量。

虽然选取的控制组和处理组都地处亚洲，

但中国与亚洲其他主要国家也不可能完全同

质，故加入控制变量来处理两组间的异质性问
题。借鉴相关研究成果［１３］［２４］，选择的控制变量
包括：收入波动性（ｉｖｏｌ）、预期寿命（ｌｉｆｅ）、人力
资本（ｈｃ）、政府支出规模（ｇｏｖ）。其中，收入波动
性（ｉｖｏｌ）采用实际人均ＧＤＰ取对数后经 ＨＰ滤
波法剔除趋势项后的波动部分来衡量，预期寿命
（ｌｉｆｅ）使用新生儿寿命的预期值来测量，人力资
本（ｈｃ）通过人均人力资本指数来刻画，政府支出
规模（ｇｏｖ）以政府消费占ＧＤＰ的比重来度量。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计算方法

ｃｖｏｌ　 ４９０ －３.０６Ｅ－１１　 ０.０３７　０ －０.１５５　５　 ０.１５８　５
（实际消费／总人口）取对数后经 ＨＰ滤波法剔除

趋势项后的波动部分，２０１１年为基期

ｔｒｅａｔ　 ５２０　 ０.１２５　０　 ０.３３１　０　 ０.０００　０　 １.００００ 中国为１；亚洲其他７个主要国家为０

ｐｏｌｉｃｙ　 ５２０　 ０.５５３　８　 ０.４９７　６　 ０.０００　０　 １.０００　０　 １９７９年及以后为１；１９７９年前为０

ｔｒｅａｔ×ｐｏｌｉｃｙ　 ５２０　 ０.０６９　２　 ０.２５４　１　 ０.０００　０　 １.００００ 两个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ｉｖｏｌ　 ４９０ －４.０８Ｅ－１２　 ０.０４１　２ －０.２３２　２　 ０.１５５　７
（实际ＧＤＰ／总人口）取对数后经 ＨＰ滤波法剔

除趋势项后的波动部分，２０１１年为基期

ｌｉｆｅ　 ４４０　 ６８.３３２　０　 ７.８７３　５　 ４３.３５４　０　８３.５８７　８ 新生儿寿命的预期值

ｈｃ　 ４９０　 ２.１４５　８　 ０.６３９　１　 １.１１１　０　 ３.５９３　６ 人均人力资本指数

ｇｏｖ　 ４９０　 ０.１５４　２　 ０.０４１　０　 ０.０６２　５　 ０.３１８　０ 政府消费占ＧＤＰ的比重

　　（三）改革开放对消费波动性的影响净值
无控制变量的估计，往往存在严重的遗漏变

量问题，而逐渐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虽然会导致
一定的样本损失，却可以较好地解决遗漏变量问
题。故本文首先对基准计量模型进行未添加任
何控制变量的双重差分法（ＤＩＤ）估计，然后逐渐
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双重差分法（ＤＩＤ）估计。

表２显示了改革开放对中国居民消费波动
性的双重差分法（ＤＩＤ）估计结果。全部估计均
采用以国家为聚类变量的聚类稳健标准差。表

２列（１）是没有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结果
显示改革开放对居民消费波动性的影响净值无

论在经济上还是在统计上均不具有显著性。表

２列（２）至列（５）是逐渐加入更多控制变量的估
计结果。列（５）结果表明，改革开放对中国居民
消费波动性的影响显著为负，其贡献程度高达

－０．００９　３，意味着改革开放具有促稳定效果。

这表明列（１）的估计结果存在严重的遗漏变量
问题，而这一问题在逐渐加入更多控制变量过
程中得到了有效解决。

参考已有文献的通常做法［２７］，进一步将实
际人均消费取对数后经 ＨＰ滤波法剔除趋势项
后的波动部分在１９５０－１９７８年和１９７９－２０１４
年两个时段各自的标准差，分别作为改革开放前
和改革开放后的居民消费波动性，基于ＰＷＴ９．０
原始数据的计算结果显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
放后的居民消费波动性依次为０．０３８８和０．０２８９，即
居民消费波动性在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的
总体变化为－０．００９　９。综上，改革开放对居民
消费波动性的贡献相当于居民消费波动性总体

变动的近９４％，改革开放降低消费波动性的政
策效果十分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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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改革开放对消费波动性的影响净值

（１）

ｃｖｏｌ

（２）

ｃｖｏｌ

（３）

ｃｖｏｌ

（４）

ｃｖｏｌ

（５）

ｃｖｏｌ

ｔｒｅａｔ
０.０００　５

（０.００１　４）

０.００１　９＊

（０.００１　３）

０.００７　７＊＊＊

（０.００２　８）

０.００７　８＊＊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８　７＊＊

（０.００３　３）

ｐｏｌｉｃｙ
０.００１　４

（０.００２　３）

０.００１　８＊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４　１＊

（０.００３　６）

０.００４　２＊

（０.００３　６）

０.００４　７＊

（０.００４　５）

ｔｒｅａｔ×ｐｏｌｉｃｙ
－０.０００　８

（０.００２　３）

－０.００３　２＊

（０.００２　２）

－０.００９　３＊＊＊

（０.００３　４）

－０.００９　６＊＊

（０.００４　１）

－０.００９　３＊＊

（０.００４　４）

ｉｖｏｌ
０.６２５　４＊＊＊

（０.１６８　６）

０.６６０　２＊＊＊

（０.１５６　６）

０.６６０　１＊＊＊

（０.１５６　６）

０.６５８　１＊＊＊

（０.１５６　９）

ｌｉｆｅ
－０.０００　２＊

（０.０００　２）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１）

ｈｃ
－０.０００　６＊

（０.０００　６）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０　９）

ｇｏｖ
－０.０２５　３＊

（０.０１５　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０００　８

（０.００１　４）

－０.００１　１＊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８　８

（０.００９　２）

０.００７　４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１０　２

（０.０１３　１）

Ａｄｊ－Ｒ２　 ０.０００　３　 ０.４８６　６　 ０.５１４　５　 ０.５１４　６　 ０.５１５　１

Ｎ　 ４９０　 ４９０　 ４４０　 ４４０　 ４４０

注：＊、＊＊和＊＊＊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表２中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符合经济学直

觉。收入波动性对消费波动性具有正向的推动

作用，且在所有回归中均通过１％水平的显著

性检验，这符合熟知的收入为消费源头的经济

学直觉。预期寿命的增加给消费波动性带来了

显著的减缓作用，这是由于寿命延长所导致的

更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使然［１６－１７］，与刘生龙等

的实证结果保持一致［２８］。人力资本的提升对

消费波动性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果，这是由于

人力资本越高，平滑消费波动性的能力越

强［１９］，其消费波动性越低。政府支出规模的扩

大对消费波动性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当外部

冲击来袭时，政府会通过增加社会保障和福利

等领域的财政支出来补偿外界对各类市场主体

不利影响，扮演降低风险的角色，进而稳定经

济［２１－２４］，最终有利于增强消费稳定性。

（四）机制检验

为检验改革开放通过何种机制影响中国居

民消费的波动性，采用双重差分法（ＤＩＤ）实证

分析改革开放对基准计量模型中四个控制变量

的影响净值。表３列（１）至（４）依次显示收入波

动性、预期寿命、人力资本、政府支出规模四个

控制变量的双重差分法（ＤＩＤ）估计结果，其中

虚拟变量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体现改革开放对上

述四个控制变量的影响净值。

收入波动性是引起消费波动性的最重要源

头。１９７９年至今，中国居民收入波动性明显下

降，从０．０８５　８下降至０．０３５　６，下降了０．０５０　２，与

此同时，亚洲其他７个主要国家居民的收入波

动性也有所下降，从０．０３８　９下降为０．０３６　４，

下降了０．００２　５，但中国下降幅度更大。为此，

从表３列（１）结果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使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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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性下降０．０４７　７，的确给中国居民带来了更

高的收入稳定性。进一步分析后发现，只有就

业稳定，居民收入来源才有保障，故促进就业和

稳定就业对收入稳定至关重要。

表３　改革开放对各控制变量的影响净值

（１）

ｉｖｏｌ

（２）

ｌｉｆｅ

（３）

ｈｃ

（４）

ｇｏｖ

ｔｒｅａｔ
－０.００２　２＊＊

（０.０００　９）

－７.０２２　４＊＊＊

（２.３００　５）

－０.４００　６＊＊

（０.１９０　２）

０.０２２　３＊

（０.０１０　８）

ｐｏｌｉｃｙ
－０.００２　５＊

（０.００１　５）

９.５７２　２＊＊＊

（１.０５９　３）

０.７９６　０＊＊＊

（０.０７９　５）

０.０１１　３＊

（０.００５　３）

ｔｒｅａｔ×

ｐｏｌｉｃｙ

－０.０４７　７＊＊

（０.００１　５）

６.００１　２＊＊＊

（１.０５９　３）

－０.０７２　１＊

（０.０７０　５）

０.０３２　０＊

（０.０１５　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０００　４

（０.０００　９）

６２.４５３　４＊＊＊

（２.３００　５）

１.７３４　７＊＊＊

（０.１９０　２）

０.１４２　４＊＊＊

（０.０１０　８）

Ａｄｊ－Ｒ２　 ０.３００　３　 ０.４２０　９　 ０.４２５　５　 ０.１５９　６

Ｎ　 ４９０　 ４４０　 ４９０　 ４９０

　　预期寿命的增加是促使居民消费波动性下
降的一个重要原因。经过具体计算后发现，改
革开放前后，中国和亚洲其他７个主要国家的
预期寿命都呈现上升趋势，中国居民从５５岁提
高到７１岁多，提高了１６岁多，而亚洲其他７个
主要国家居民从６２岁提高到７２岁，提高了１０
岁，中国的提高幅度超过了亚洲其他７个主要
国家。为此，表３列（２）的估计结果表明，相对
于亚洲其他７个主要国家，改革开放使中国居
民的预期寿命提高了６岁多。

人力资本的提升对居民消费的波动性有着

显著的抑制作用。通过分时段的计算后发现，中
国和亚洲其他７个主要国家在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７８
年间人均人力资本指数分别为 １．３３４　１和

１．７３４　７，而在１９７９年至２０１４年间人均人力资
本指数依次为２．０５８　０和２．５３０　７。显然，样本
期间的人力资本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提升，只
是中国人力资本的提升幅度（０．７２３　９）低于亚
洲其他７个主要国家人力资本的平均提升幅度
（０．７９６　０），二者相差程度为－０．０７２　７，故改革
开放未能显著加快中国人力资本的提升速度。

政府支出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助于降低居民

消费的波动性。计算结果显示，中国在１９５０－
１９７８年的政府支出规模为０．１６４　６，而在１９７９－
２０１４年的政府支出规模增加至０．２０７　９，增加
了０．０４３　３。同时，亚洲其他７个主要国家的政
府支出规模从０．１４２４增加至０．１５３７，仅增加了

０．０１１　３。两组国家的政府支出变动方向相同，

但变动程度不同，中国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大幅度
明显高于亚洲其他７个主要国家，二者相差程度
为０．０３２　０，故改革开放使中国政府支出规模发
生了明显扩大。

根据表２、表３双重差分法（ＤＩＤ）的估计结
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改革开放降低了消费波
动性，增强了消费稳定性；改革开放降低消费波
动性、增强消费稳定性的渠道是收入稳定性增
强、预期寿命增加和政府支出规模扩大，但改革
开放未能明显加快影响消费稳定性的人力资本

提升速度。事实上，一国人力资本水平往往决
定了该国居民平滑消费波动性的潜在能力，是
影响消费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改革开放的福利效应测算

前文使用中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
西亚、菲律宾、泰国、韩国和日本８个亚洲主要
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改革开放对中国

居民消费波动性的影响净值及其机制。本部分
将在参数校准基础上进一步测算改革开放通过

消费稳定带来的福利收益。延循Ｌｕｃａｓ的思
路［１２］，本文将改革开放前的消费波动性及改革
开放对消费波动性的影响净值嵌入消费波动的

福利效应基准模型中，进而得到改革开放引致
消费稳定的福利收益显示解。假定整个经济由
无限寿命同质消费者构成，消费者目标是最大
化终身期望总效用Ｕ（ｃｔ）：

Ｕ（ｃｔ）＝Ｅ｛∑
∞

ｔ＝０β
ｔｕ（ｃｔ）｝ （２）

其中，β为消费者的主观贴现因子，效用函
数ｕ（ｃｔ）为常相对风险规避型：

ｕ（ｃｔ）＝（ｃｔ）１－ｒ／（１－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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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ｒ是相对风险规避系数。假定消费
函数ｃｔ 为一个随机过程：

ｃｔ＝Ａ （１＋μ）
ｔｅ－

１
２σ２εｔ （４）

其中，Ａ 为常数，μ为消费增长率，εｔ 为独
立同分布的随机冲击，即ｌｎ（εｔ）～Ｎ（０，σ２）。

对具有同样平均消费水平的确定性消费流

和随机性消费流，消费者偏好前者。运用补偿
性等价变化的思想，当随机波动和确定稳定的
平均消费水平相等时，就可以分离出随机波动
的消费流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１２］。要去除所
有消费波动性是不可能的，更贴近现实的情况
是，任何政策的施行不可能完全去除消费波动
性，只能降低波动幅度。因此，有必要将上述事
实引入Ｌｕｃａｓ的福利效应基准模型，并对其加
以拓展。

对具有同样平均消费水平的随机消费流，

消费者偏好波动性小的随机消费流而不是波动

性大的随机消费流。改革开放前后，中国消费
波动性大致呈现下降趋势［２９］，故假定消费增长
率为μ，消费波动率从改革开放前的σ１ 下降为
改革开放后的σ１＋σ，其中σ＜０，表示改革开放
对消费波动性的影响净值。借鉴补偿性等价变
化的思想，对改革开放前波动性大的随机消费
流进行补偿，补偿参数为Δ，Δ 表示改革开放通
过消费稳定带来的福利收益，从而使消费者对
补偿后的波动性大的随机消费流与改革开放后

波动性小的随机消费流无任何差异，具体计算
公式如下：

Ｕ（Δ，μ，σ１）＝Ｕ（０，μ，σ１＋σ） （５）

将模型（３）和模型（４）代入模型（５）后得到
模型（６）：

Ｅ｛∑
∞

ｔ＝０
β
ｔ
［（１＋Δ）Ａ （１＋μ）

ｔｅ－
１
２σ２１εｔ］１－ｒ

１－ｒ
｝＝

Ｅ｛∑
∞

ｔ＝０
β
ｔ
［Ａ （１＋μ）

ｔｅ－
１
２（σ１＋σ）２εｔ］１－ｒ

１－ｒ
｝ （６）

因为（１－ｒ）ｌｎ（εｔ）～Ｎ［０，（１－ｒ）２σ２］，所

以Ｅ（ε１－ｒｔ ）＝Ｅ［ｅ（１－ｒ）ｌｎεｔ］＝ｅ
１
２（１－ｒ）２σ２，将其代入

（６）后得到模型（７）：

（１＋Δ）１－ｒｅ－
１
２σ２１（１－ｒ）ｅ

１
２（１－ｒ）２σ２１∑

∞

ｔ＝０
β
ｔ（１＋μ）

ｔ（１－ｒ）＝

ｅ－
１
２（σ１＋σ）２（１－ｒ）ｅ

１
２（１－ｒ）２（σ１＋σ）２∑

∞

ｔ＝０
β
ｔ（１＋μ）

ｔ（１－ｒ） （７）

对模型（７）进行整理后得到：
（１＋Δ）１－ｒｅ

１
２σ２１（ｒ２－ｒ）＝ｅ

１
２（σ１＋σ）２（ｒ２－ｒ） （８）

利用一阶近似将模型（８）化简后得到模型
（９）：

（１＋Δ）１－ｒ＝［１＋
１
２ｒ
（σ２１－（σ１＋σ）２）］

１－ｒ

（９）

改革开放通过消费稳定带来的福利收益

（Δ）的显示解如下：

Δ＝－ｒσ１σ－
１
２ｒσ

２ （１０）

综合分析模型（１０）后发现：改革开放通过
消费稳定带来的福利收益（Δ）取决于相对风险
规避系数（ｒ）、改革开放前的消费波动率（σ１）和
改革开放对消费波动率的影响净值（σ）三个参
数，三个参数均为没有量纲的百分比相对指标。

如果模型（１０）的结果为正，表明改革开放后消
费波动性更小，进而改善了中国居民福利水平，

补偿参数（Δ）刻画的是改革开放给中国居民带
来的福利收益；如果模型（１０）的结果为负，说明
改革开放使居民福利下降，即给居民带来了福
利成本。

为了理论模型具有可操作性，必须对参数
进行校准赋值。校准赋值的方法有三种：一是
基于计量方法对中国经验数据得到的实证结

果；二是根据经济变量时间序列的计算结果；三
是参考已有经典文献中提供的数值。

根据表２的实证结果，改革开放对消费波
动性的影响净值（σ）校准为－０.００９　３。改革开
放前的消费波动率（σ１）是根据变量的计算结果
进行赋值。根据前文计算的结果，改革开放前、

改革开放后的消费波动率依次为０.０３８　８和０
.０２８　９。相对风险规避系数（ｒ）则参考已有经
典文献中提供的数值进行赋值。根据消费波动
福利效应经典文献的做法，设定相对风险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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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为１，５，１０，２０［１１－１２］，以期全面考察福利收
益随消费波动而发生的变化，进一步检验测算
结果的敏感性。由于相对风险规避系数超过

１０会导致个体的不合理行为［３０］，加之已有文献
中，中国相对风险规避系数的取值通常为５左
右［３１］，同时考虑测算结果的合理性和保守性，

故本文集中讨论相对风险规避系数为５的情

形。将上述参数的校准赋值代入模型（１０），计
算得到改革开放通过消费稳定带来的福利收

益，具体结果如表４所示。表４列（２）结果显
示，改革开放通过降低消费波动性带来的福利
收益使中国居民人均消费永久性提高了０.１６
个百分点，表明改革开放确实通过稳定消费给
中国居民带来了明显的福利效应。

表４　改革开放的福利效应

（１）

改革开放前的

消费波动性

０．０３８　８

（２）

改革开放对消费

波动性的净影响

－０．００９　３

（３）

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

消费波动性的总体变化

－０．００９　９

相对风险规避系数 １　 ５　 １０　 ２０

改革开放的福利收益 ０．０３１　８×１０－２　 ０．００１　６　 ０．００３　２　 ０．００６　４

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福利收益增加总额 ０．０３３　５×１０－２　 ０．００１　７　 ０．００３　４　 ０．００６　７

改革开放的贡献份额 ９４．７７％ ９４．７７％ ９４．７７％ ９４．７７％

　　那么，在１９７９年前后的中国居民福利收益
增加总额中，改革开放究竟作了多大贡献？为
了得到定量答案，需要先评估改革开放前、改革
开放后中国居民福利收益增加总额是多少？表

４列（２）结果显示，用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
消费波动性的总体变化－０．００９　９去替换改革
开放对消费波动率的影响净值－０．００９　３，其余
参数保持不变待入模型（１０）后，经计算得到改
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福利收益增加总额为

０．００１　７。然后，用改革开放的福利收益除以改
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福利收益增加总额来表
示在福利效应增加中改革开放的相对贡献份

额。表４列（２）的结果表明，改革开放前、改革
开放后福利收益增加总额中，归功于改革开放
的相对贡献份额将近９５％，且这一相对贡献份
额结果具有稳健性，这意味着在所有通过消费
稳定促进中国居民福利实质性增加的因素中，

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

　　五、结论与启示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改革开放的

初心和使命。改革开放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绝无
仅有的经济高速增长奇迹，提升了中国居民的
生活水平，那么，能否量化改革开放在稳消费和
增福利方面的政策效果呢？在国家坚定不移推

进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基于ＰＷＴ９．０与 ＷＤＩ
数据库，以亚洲８个主要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
为研究样本，首次应用双重差分法（ＤＩＤ）实证
研究了中国多年改革开放对增强居民消费增长

稳定性所发挥的作用及其机制，并定量测算了
改革开放的福利效应。研究发现，改革开放的
确增强了中国居民消费的稳定性，使消费波动
性下降０．００９　３；改革开放增强消费稳定性给中
国居民带来了福利收益，使居民人均消费永久
性提高了０．１６个百分点。进一步研究后发现，

在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福利收益增加总额
中，改革开放的相对贡献份额接近９５％，且相
对贡献份额的结论具有稳健性，说明所有通过
消费稳定促进中国居民福利增加的因素中，起
决定性作用的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通过增强
中国居民消费稳定性的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增

强收入稳定性、提高预期寿命和扩大政府支出
规模三种渠道实现，而本来可以增强消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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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人力资本，其提升速度并没有因为改革开
放而得到显著加快。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
完成时，本研究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提供了
有益的政策启示。
一是要继续高度重视居民收入的稳定性。

改革开放的确增强了中国居民收入的稳定性，
成功逆转了中国居民收入稳定性低于亚洲其他

７个主要国家的情形，证实了收入波动性对消
费波动性的推动作用。为此，在进一步深化改
革开放进程中，仍需继续减缓中国居民收入波
动性，进一步巩固中国居民收入稳定性持续增
强的良好趋势。就业是居民收入的基本来源，
只有就业稳定，收入才可能趋于稳定，而失业给
收入稳定性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国家
应该继续坚持就业优先和切实推进大众创业，
以期进一步稳定就业和促进就业。
二是要通过促进教育公平和提升教育质量

去促进人才回流、减少人才外流。无论是中国，
还是亚洲其他７个主要国家，１９７９年后的人力
资本水平均比１９７９年前有所提升，但中国的提
升幅度却明显低于亚洲其他７个主要国家。教
育是提升人力资本的主要途径，也证实了提升
人力资本水平对降低居民消费波动性的重要作

用，因此，在改革开放深化过程中，增加和提高
人民受教育的机会和质量是首要任务。一方
面，要促进教育公平，尤其要关注我国欠发达地
区农村适龄人口的基础教育，以增加人民接受
基础教育的机会；另一方面，要提高教育质量，
通过促进经济结构升级、改善就业环境等措施
提高人力资本投资回报，以促进人才回流和减
少人才外流。
三是要继续提高政府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

利等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改革开放至今，中
国政府支出规模呈现不断增长的势头，并且增
幅明显高于亚洲其他７个主要国家。本文证实
了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大对消费波动性的抑制作

用。而补偿假说认为，用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
利等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部分才具有降低风险

的作用。为此，在政府支出规模不可能无休止

增长前提下，努力提高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
民生领域支出在政府支出中的份额是十分必要

且可行的手段。

当然，本文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文使
用的双重差分法（ＤＩＤ）是当前能够获取的、适
宜的评估方法，但并不完美。当前，中国在发展
过程中面临一系列“卡脖子”技术问题，但学界
逐渐意识到应使用当前可获取技术尽快开展关

键领域的研究和棘手问题的解决，并针对现有
研究技术的不足开展后续探索，那种坐等技术
完美后再开始研究中国重要问题的方法是不可

取的。目前，针对改革开放成效的研究，国内外
学者主要是理论上的逻辑推理，鲜有学者使用
经验数据定量评估改革开放的政策效果。虽然
少数研究采用了一些容易获取的宏观数据，比
如相关经济变量的时序数据，使用了纵向比较
或简单差分等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但显然无
法得到改革开放的影响净值。而本文使用双重
差分法（ＤＩＤ）研究改革开放的政策效果，可以
获得以下启示：用改革开放前后的相关变量简
单差分去刻画改革开放的效果是不科学的，双
重差分法（ＤＩＤ）明显优于简单差分法。从这个
意义上讲，本文具有一定的引领意义，不仅提供
了有定量依据的实证结论，还提供了可供参考
的研究方法与思路。总之，本文选题有助于“讲
好中国故事”，研究方法是目前可获取的最适宜
方法，研究结论可以为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提供鲜明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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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ｏｎｏｍｙ［Ｊ］．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２００８（０３）：５－１５．
［１０］吴敬琏．让历史照亮未来的道路：论中国改革的市场

经济方向［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２００９（５）：１－１０．
［１１］陈太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有效性的定量研究［Ｊ］．统

计研究，２０１１（１０）：５４－５９．
［１２］Ｌｕｃａｓ　Ｒ　Ｅ　Ｊｒ．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ｙｃｌｅｓ［Ｍ］．Ｏｘｆｏｒｄ：

Ｂａｓｉｌ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１９８７：５－１３．
［１３］申朴，刘康兵．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过度敏感性的经

验分析：兼论不确定性、流动性约束与利率［Ｊ］．世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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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３７８－３８９．

［１５］艾春荣，汪伟．习惯偏好下的中国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

性：基于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Ｊ］．数

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２００８（１１）：９８－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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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汪伟，艾春荣．人口老龄化与中国储蓄率的动态演化

［Ｊ］．管理世界，２０１５（６）：４７－６２．
［１８］Ｋｒａａｙ　Ａ．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ｓａｖ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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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０５）：９９７－１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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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４，１２（０３）：５２５－５４２．
［２２］杨灿明，孙群力．外部风险对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

［Ｊ］．经济研究，２００８（９）：１１５－１２１，１６０．
［２３］高凌云，毛日昇．贸易开放、引致性就业调整与我国地方

政府实际支出规模变动［Ｊ］．经济研究，２０１１（１）：４２－５６．
［２４］梅冬州，龚六堂．开放真的导致政府规模扩大吗？：基于

跨国面板数据的研究［Ｊ］．经济学（季刊），２０１２（１）：２４３－

２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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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５．
［２７］洪占卿，郭峰．国际贸易水平、省际贸易潜力和经济波

动［Ｊ］．世界经济，２０１２（１０）：４４－６５．
［２８］刘生龙，胡鞍钢，朗晓娟．预期寿命与中国家庭储蓄［Ｊ］．

经济研究，２０１２（８）：１０７－１１７．
［２９］张耿，胡海鸥．消费波动小于产出波动吗？［Ｊ］．经济研

究，２００６（１１）：３７－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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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４２－７１．

［３１］汪红驹，张慧莲．资产选择、风险偏好与储蓄存款需求

［Ｊ］．经济研究，２００６（６）：４８－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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